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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不少证据表明，华语世界“公司”概念与实践和荷兰东印度公司存在某种牵连关系。从 17 世

纪后半叶开始，汉语“公司”一词就已经开始在我国台湾和东南亚地区出现。其在海上贸易中被用以指称
船主或其所代表的货主集团。在巴达维亚( 今雅加达) ，有涉及冢地管理及葬事、赌业的“公司”。这类公
司成员均有股份划分。在西加里曼丹岛，有基于同乡等地缘关系组建的矿业、农业“公司”，其承担了相当
多的公共事务管理权( 如征税、惩治犯罪等)。此外，还有冠以“公司”之名的秘密会社，如由天地会改称的
“义兴公司”。到了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则有大量以“公司”为名的商业组织在内地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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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中有太多的法律词汇源于日文，但“公司”不是。① 成书于晚清、修订刊行于民国初年的《商
法调查案》称，公司略与英语的“孔拔尼乌”( Company) 相当，“我国公司制度，近数十年由外输入。自
商律颁行，而公司二字，始为法定之名词”。② 法定之说不假，但“近数十年由外输入”唯恐不妥。
方流芳教授认为，“公司”一词在我国的演变过程是: 从 17 世纪中期到 1833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

结束对华贸易垄断，“公司”主要是用来指称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中文专用名称，而非泛指欧洲的“busi-
ness company”。除此之外，在当时的中文语境下没有其他“公司”。从 1833 年到 19 世纪末，“公司”
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专用名称转变为泛指外国企业的集合名称。1904 年清政府颁布《公司律》后，
“公司”才成为泛指中外法人企业的集合名称，但“公司”成为大众接受的通用词语要更晚一些。③ 然
而，此说中疑问也不少。赵晶指出，方师前文的努力“并非为了考证公司一词的起源，而是藉梳理这
段中英交往历史，发掘出当时中国人对‘公司’‘官设独占’的理解，揭示中英两国因抑商—重商、扶
持—钳制的不同国策所造成的截然不同的商业人格及后续的国家命运”。④ 此说固有其理，但其“公
司，作为目下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一个名词，是与英语的‘company’关联在一起的”之表述则略嫌偏狭。
其实，如今汉语“公司”一词堪与其他语言中表征由众人合资认股、负担有限责任的商业组织形式的
语词，如日文中的“会社”、西班牙语的 compaía、荷兰语中的 compagnie 相互对译。只是从这种语言
流传的下游现象并不能直接推导出上游( 发展早期) 的情形来。在这个意义上，赵晶的论断是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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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即，后世学者不能“赋予某一解释天然的合法性与唯一正当性”，而必须重视和探寻“符号的创造
者和沿用者在对符号的使用过程中赋予该符号的丰富内涵”。语词的发展也可能像河流一样存在多
个源头，某些初期的含义后来取得了显著优势而成为主流，某些则消失了( 新的意思又浮现出来) 或

是与其他含义合流，抑或潜入地下变成暗河，在另一个时空维度中继续存在、流淌。因此确有必要对
汉语中“公司”一词的源流详加查考。具体而言: 19 世纪 30 年代之前，“公司”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
中文专用名称吗? 当时中文里真的没有其他“公司”吗? 19 世纪 30 年代之后的几十年间，“公司”仅
被用做外国企业的泛称吗? “公司”成为泛指中外法人企业的集合名称是在 1904 年大清《公司律》颁
布后吗? “公司”为大众所接受的时间是否晚于《公司律》的颁行?

一、17 世纪至 19 世纪海上贸易中的“公司”

( 一) 郑氏集团的海上货运“公司”
收录于《明清史料》丁编第三册的《部题福督王国安疏残本》( 康熙二十三年九月) 和己编第七册

的《兵部残题本》( 康熙二十三年七月) 是目前已知最早记载“公司”一词的中文文献。
《部题福督王国安疏残本》载，1684 年 8 月 5 日，一条属于明郑延平王部下洪磊的鸟船“大哞”驶
入厦门港投诚。船上载有“公司货物乳香一千一百……附搭货物白灰布一百七十匹、白象布四百八
十六匹……目梢货物大白布二十三匹……”。① 《兵部残题本》显示，20 天后另一艘明郑武平侯刘国
轩属下的鸟船“东本”驶抵厦门投诚。船上有“公司货物铅二万六千四百八十斤……目梢货物苏木二
万五千斤”。② 两船都载有“公司货物”和“目梢货物”。大哞船还有“附搭货物”，且其与“目梢货物”
的数量均少于“公司货物”( 例外是附搭的白象布，但“公司货物”中布匹种类较多) 。
《兵部残题本》还提示了当时“台湾—日本—暹罗”航线上海运、贸易的一些细节: 其一，“东本”
船将台湾起运的白糖和冰糖在日本销售后，用所得约一万两银的大部分购买了红铜、酒、干鲜果品、酱
菜及海产品，运到暹罗换成银两，再购入锡、苏木、胡椒、象牙、香料、布匹等“公司货物”返航，历时一
年有余。其二，管船与船主分离，照船主委托( 命令) 行事。成书于 1722 年的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
一“赤嵌笔谈”载: 通贩外国之船，每船“船主一名; 财副一名，司货物钱财; 总杆( 捍) 一名，分理事件;
火长一正、一副，掌船中更漏及驶船针路; 亚班、舵工各一正、一副; 大缭、二缭各一，管船中缭索; 一碇、
二碇各一，司碇; 一迁、二迁、三迁各一，司桅索; 杉板船一正、一副，司杉板及头缭; 押工一名，修理船中
器物; 择库一名，清理船舱; 香公一名，朝夕焚香楮祀神; 总铺一名，司火食; 水手数十余名。”③1830 年
代成书的《厦门志·风俗记·俗尚》也提到:“造大船费数万金。造船置货者，曰‘财东’。领船运货出
洋者，曰‘出海’。司舵者，曰‘舵工’。司桅者，曰‘斗手’，亦曰‘亚班’。司缭者，曰‘大缭’。相呼曰
‘兄弟’。”④均可佐证《兵部残题本》关于船员的记述。其三，船员( “目梢”) 的酬劳与伙食开销( 辛劳
粮蔬) 从转售“公司货物”所得银两中直接支付，因此到厦门时只剩下银两二两五钱九分了。尚有疑
问的是，“目梢”以外的其他船员是否也能分享“辛劳粮蔬”、附载“目梢货物”，还有待查证。郭松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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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北京: 中华书局，2007 年，第 192 页。



引克劳弗特《使暹日记》( 1828) 称，一条三千石左右的中型海船，每一航程船主( 出海) 可有 100 石货
物的舱位，还能接受载运搭客的旅费，以及抽取全船货物贸易额的 10%的佣金。火长 50 石，工资银
元 200 元; 财副 50 石，工资 100 元，总杆同之。其余人役不发工资，只提供载货舱位，大致舵工 15 石，
连同大缭、二缭共 4 名，计 60 石; 碇工 9 石，连同司迁共 5 人，计 35 石; 水手 7 石，约 30 人，计
210 石。①

( 二) 广东—巴达维亚航线上的“公司”
另一批有关“公司”的早期中文文献是收藏于荷兰海牙国立档案馆的两份乾隆三十四年( 1769 )

的揽载契约。它们都明确提到了“贺兰国公司”。

Ⅰ
达丰行黄仔船主蔡诹观在广东承接装贺兰国公司瓷器，大小壹拾叁箱，部重叁千七百贰拾五

斤、白铅壹万贰千五百叁拾陆块，重贰拾伍万伍千陆百伍拾九磅，1225［原文为苏州数码———笔
者注］折，重贰千零捌拾柒担。装至吧国，瓷器每百斤该载位水脚吧钱贰员半、白铅每百斤载位
水脚该吧钱壹员。其白铅每百斤照在吧发出价，每百文抽五文，载银、马仔抽分。在广并未有交。
顺风相送到吧国，即当将载银水脚、傌仔抽分一应算足，交与黄仔船蔡诹观收清应用。其货乃系
在广东达丰行与黄仔船主蔡诹观当面经交，但到吧国交与兵头收入。倘有少欠，愿将载位水脚、
傌仔抽分扣除，无得异言反悔。诚恐无凭，是以立承揽载货单贰纸，送执存照。

一、瓷器每百斤该载位水脚吧钱贰员半
一、白铅每百斤载位水脚该吧钱壹员
一、白铅每百斤照吧发出价每百文抽伍文
乾隆叁拾肆年正月 日立揽货单蔡诹观
( “蔡诹观”以下押“大兴公司”章一枚，楷书)

Ⅱ
益泰鸼船主颜立舍在广东承接装贺兰国公司瓷器壹拾肆箱，壹号起至拾肆号止，重数俱书写

在箱面，共五千五百廿六磅，1225 申，肆千五百壹拾壹斤。又白铅壹万贰千零玖拾陆块，重贰拾
肆万肆千叁百肆拾壹磅，1225 申，壹千九百玖拾肆担陆拾贰斤。瓷器每百斤该载位吧钱贰员半
算、白铅每百斤该载位吧钱壹员算。其载位及水脚银尚未有交。顺风相送至吧国，即将载位及水
脚交足。其货乃系在广东与船主立舍当面言约，到吧国交与兵头收入。又附铜磅壹个，轻重照磅
为凭。若有少欠，块声船主填补。诚恐无凭，立承接装货纸壹样贰张送执存照。如收回一张，其
余壹纸视为废纸。再照。

乾隆三十四年正月吉日益泰鸼船主颜立舍单
( “颜立舍单”四字上押“茂胜公司”章一枚。“茂胜”篆书，“公司”楷书; 本件上方有荷兰文

摘要注记，日期记为 1769 年 2 月 22 日) ②

第一份揽载契约显示，广东达丰行与黄仔船主蔡诹观只是海运合同的委托方和承运方，除此契约关系

外，并无隶属。双方交易所用货币是以“员”为单位的巴城银钱。货主交货时未付运费( 水脚) ，待货
运到目的地巴城发售后，承运人收取运费及包税抽分后，再将货物交付托运方指定的第三方。途中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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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如有缺损，须由承运人抵补。第二份揽载契约内容与之类似，特别之处是托运人还同货物一起交付
了一只铜磅，用于货到时检验货物重量。松浦章认为，荷兰文 compagnie、英文 company 被翻译为中文
的“公司”是 18 世纪末年的事。① 但这两份揽载契约表明，早在 1769 年( 乾隆三十四年) ，Compagnie
就已经和汉语中的“公司”建立起了对应关系，从而将上述时点提早了约 30 年。
陈国栋根据契约上的“大兴公司”、“茂胜公司”印章认为，两公司分别是两位船主的雇主，亦即船

主所代表的利益团体，甚至是该船经营所得的支配者( 陈国栋，第 126、131 页) 。巴城华人公堂《公案
簿》的记载有力地支持这一说法。其收录的“接叮几宜国史丹书”( 1789 年 6 月 17 日，乾隆五十四年
五月廿四日) 提到: 原船主洪鳌的亲属林跳在巴达维亚为公司、船主洪鳌及其宗亲兼船上水手洪艳购
买一百桶酒，但未付款，托洪艳到麻六甲出售。洪艳自己也置办了一些冰糖、药材、蒜头等货物附搭在
公司货物之外。“因鳌官卒于安南，账目糊混不明，艳官又与公司人等不睦，欲向公司清算货银，搭船
回吧。公司答以并无货物落舱，一文不与。”( 《公案簿》，第 167 页) 由此可知，公司是一群人的组合，
彼此因海运贩货而有利益上的牵连，并且纠纷发生时，公司众人当与货同在叮几宜，而不在巴达维亚。

19 世纪初江苏太仓人叶羌镛《吕宋记略》亦提到上海至暹罗、马尼拉航线上附搭客商货物的情
形:“客附舟者，有二千洋钱货，可带一弟兄，公司与担位八担。货倍之，所带亦多一人，渐次而加。本
大者，一人不能照管，带一友相助，不事驾舟，无担位，客人自与八担。”“水脚银船主领之，谓之‘公
司’”。“［船到马尼拉海关时］将货物逐件点明，估价消( 销) 货后，公司抽分客银加二三五( 走暹罗去
货无利，船主无抽分) 。关税即于抽分内拔十分之六。”( 陈国栋，第 116、117 页) 这里，船主所在的利
益集团以及船主代表该利益集团出面向搭船出海的客商收取水脚银( 并加以保管) 的行为，被称为

“公司”。“弟兄”则系租赁舱位附带货物的货主所带之人，当在“公司”以外。
《公案簿》所收“李翰观叫李轩观、李宣力”系列案中，原告李翰要求被告李轩、李宣力偿还拖欠的
货款。二被告系合伙经营，李轩主张应先向另一合伙人李宣力索偿，拒绝履行连带偿还责任。与李翰
同为债权人的“万和公司”( 或即通过万和鸼船运货到巴城的货主集团) 又称李翰欠自己的钱，委托林
次负责向其讨要。( 《公案簿》，第 206、208、218、288 页)
再如，“吴仲突叫薛厚观”案中( 1790 年 7 月 7 日) ，原告吴仲突诉称，其在暹罗由其兄“为讨一伙

计额，使随暹船来吧……置买鱼干四担倚在公司内”，临行时其兄嘱咐船主薛厚说:“若公司鱼干在吧
兑尽，可将突鱼干额之钱交突为寄批回唐，奉养老父母。”但鱼干售后薛厚却拒绝转交货款，并辩称
“坐山财主在暹嘱厚云:‘突有欠坐山之钱，到吧时，其辛金不可还，只可付二三文以为费用。’厚经有
付突去钱三文零三方，余当从坐山所嘱。如突果欲取钱，当与厚同船回归则可矣。”船上的伙长、亲丁
也都作证说“坐山有嘱船主不可还突之辛金钱”。( 《公案簿》，第 298 页) 从中可知，船主显然系坐山
财主的代理人，伙计则可在“公司”运输、贩卖的货物之外自行出资搭寄货物。“公司”为货主共同体
之意甚为明了。这一用法直到 19 世纪 50 年代初仍在使用。
( 三) 浙江—长崎航线上的“公司”
清咸丰初年，一艘往来于浙江和长崎间的中国商船“丰利”号副财副陈吉人在航海日记中多次使

用了“公司”、“小公司”字样:

辛亥冬帮 丰利船日记备查
( 咸丰元年十月) 初三日 派生意。
得宝船主杨少棠，财副顾［应为“颜”］子英、陶梅江、杨亦樵，副财副颜心如、项慎甫。
丰利船主项挹珊，财副颜亮生、徐熙梅，副财副杨友樵、陈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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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松浦章:《清代“公司”小考》，《清史研究》1993 年第 2 期，第 96—97 页。



( 十一月) 初二日 清晨，乘轿到各东翁府并诸友处辞行。下午，至公司。是晚，吃顺风酒。
十三日 巳刻，两船主、副乘轿同往各庙拈香毕，趁轿拜客，回至公司，另给轿酒钱三百文……
十四日 晚膳，贾益兄在乍口公司请顺风酒。
(十二月) 初九日 晴。夜雨。早面送来。吃毕，至货库，见头目看验箱笼。建［见］帮弟兄因

见搜检甚严，皆将箱子归库，但拿公司中昨日未验之箱，作完随即禀止。进馆，至公堂，见江十
叔……

二十一日 晴。巳刻，至大船色蓬，昨廪六十人，去时须俟插刀手、老大、小总管兄弟俱齐。通
友来知照，随至杉板道下船，到大船先见头目，后到水门拜奠闭，自同小公司、公司弟兄先行上岸。
晨到公堂，与一番主、副一拜。引上番以后公堂未拜耳。

( 咸丰二年新正月) 元旦 晴。丑初，在扶梯头拜圣母后，即在各殿拈香，并至各番弟兄棚子拜
年。回至本库，各友团拜贺岁。小公司叩头恭喜……

( 二月) 初五日 晴……本船上白糖，除公司三十桶，各记共一百二十八包，清看只插去六
包……

( 四月) 二十二日 阴……问信毕，带渔人三人，并总管小公司共七人，自乘轿同往王府见王，
候等良久……自同总管小公司回馆。渔人仍归钓船。①

其中的“公司”明显带有组织化特征，且有固定处所。“两船主、副乘轿同往各庙拈香毕，趁轿拜客，回
至公司，另给轿酒钱三百文”的记述则提示了公司旗下至少有得宝、丰利两条船。两船的船主、财副、
副财副等人均在为“公司”工作。
松浦章认为，其中“乍口公司”指的就是设在浙江省嘉兴府平湖县的港口乍浦的“公司”。他还根

据日本文化十三年( 1816) 十二月漂泊到伊豆半岛下田的永茂船人员写的“嘉会公司”，以及嘉永六年
( 1853) 停留在乍浦的荣力丸船上人员所说的“所谓嘉会所，乃年年来日本之商船也”等，推测“乍口公
司”就是“嘉会所”。②

丰利船日记在船主之外对东翁的特别提示，说明了船主( 承运该货物的船长) 与货主分置的事

实。而“本船上白糖，除公司三十桶，各记共一百二十八包”的记述则表明，船上货物不只属于“公
司”，更多的是“各记”的( 与残题本所述情形不同) 。“各记”可能是携带个人货物的船员的名号，更
可能是指搭船的客商。1974 年泉州湾出土的宋代海船中即有若干标记有“南家记号”、“南家”字样
的木牌，另有“曾干水记”、“林干水记”、“张干水记”“干记”等木签木牌。③ 明清时期远洋贸易船除了
搭载船主或主要货主的货物外，还分租给小本钱的客商搭乘。17 世纪初张燮《东西洋考》载，中国远
洋帆船“每舶舶主为政，诸商人附之，如蚁封卫长，合并徙巢。亚此则财副一人，爰司掌记。又总管一
人，统理舟中事，代舶主传呼”，④或可说明这一点。该书《饷税考》收录的万历四十四年推官萧基“条
上恤商厘弊凡十三事”载:

夫一船商以数百计，皆四方萍聚雾散之宾，而听命于商主，受压于船主，彼操颐指之柄，先从
外洋派敛众商，从一科十，从十科百，动称使费，代为打点。而市棍包引之徒，分门别户，以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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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陈吉人:《丰利船日记备查》，见杜文凯编:《清代西人见闻录》，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 年，第 248、250、
252—254、261 页。通友，即通事，翻译。
松浦章:《中国商船的航海日志———关于咸丰元年( 1852) 来航长崎的丰利船〈日记备查〉》，冯佐哲译，吕昶校，见
杜文凯编:《清代西人见闻录》，第 229 页。
陈高华、吴泰:《关于泉州湾出土海船的几个问题》，见中国航海学会、泉州市人民政府编: 《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
路》，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年，第 246 页。
张燮:《东西洋考》，谢方点校，北京: 中华书局，2000 年，第 170 页。



里，衙胥狙狯之雄，丝牵绳联，以相应和……三害不芟，将见吏书以积包者为市，包棍以船主为市，
船主又以商梢为市……

船货二税，俱从在船货多寡精粗匀科，命舱商自称，以防船主多科之弊。迩因有常例，有加
科，有果子钱，有头鬃费，名色不等，俱从商首取给，任其勒索。东洋船有敛三百余金者，西洋船有
敛四百余金者，悉归商首操纵，不止饷一费一，甚饷一而费二矣。众商为喉，主商为腹，怨声载道，
率此之由。自今以后，合无容舱商自纳自称，彷收粮银之法，投入柜内，商首不得科索。①

此间提及了船主、舱商、商首、众商、主商。从其中“船主多科之弊”和“商首不得科索”等表述看，商首
被与船主同视，而舱商及众商则为搭载货物的散客。这种搭船出海的现象早在北宋就已出现。朱彧
《萍洲可谈》提到，在海上贸易的船舶中，“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
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宋会要辑稿》所说“番船主”或即自备海船出洋贸易兼向其他商人出租舱
位的商人兼船主。②元代，许多无力自备海船的中小商人充当有船的大商人的“人伴”，“结尾一甲，互
相作保”，出海贸易在船上充当各种职务的人员和“搭客”也捎带货物，出海做买卖。③陈国栋指出，一
般商船为了管理、协调上的方便，举其中一人为头目，该人也被称为“客长”。他还引用谢清高“客长，
客商之长也”的说法，认为“客长”即《东西洋考》中的“主商”。
《丰利船日记备查》中还提到了“小公司”。从“自同小公司、公司弟兄先行上岸”的记述来看，小
公司和公司当属两个不同的集团范畴。据《吕宋记略》，“其主客饮食者，曰‘小公司’。”日踞台湾初
年编制的《台湾私法》也记载了有关“大公司”和“小司”的海事惯例: “整船合股的财产称为‘大公
司’，有船舶、器具、货物及一切债权、债务。‘小司’又称‘小私’、‘小伙’或‘搭位’，即由船员在惯例
认定的范围内得以载运的货物发生的债权及债务。”④陈国栋认为这里的“小司”就是“小公司”，进而
推论“小公司”未必如《吕宋记略》所说的专指伙食集团( 陈国栋，第 117 页) 。丰利船日记所记“带渔
人三人，并总管小公司共七人”，说明小公司当为多个个人。

① 张燮:《东西洋考》，第 136、138 页。
② “( 隆兴四年) 十二月十三日，福建番船主王仲珪等言: 本州差拨海船百艘至明州定海冯湛军前乞照。平江府递年
例支其半”。参见《宋会要辑稿》第六册食货五〇之二二，北京: 中华书局，1957 年影印版，第 5667 页。

③ 参见陈高华、吴泰:《关于泉州湾出土海船的几个问题》，第 244—245 页。
④ 《台湾私法》第三卷，台北: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3 年，第 559 页; 转引自陈国栋: 《东亚海域一千年: 历史上的海
洋中国与对外贸易》，第 117、129 页。日文版《台湾私法》亦直接使用了“大公司”、“小公司”的表述。见临时台湾
旧惯调查会编:《台湾私法》第三卷下，台北: 南天书局有限公司，1995 年，第 394 页。可知“公司”一词是当时汉语
已有语词，而非日人先译出再传入中土。

⑤ 参见张忠民:《艰难的变迁———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研究》，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年，第 43—56 页( 下
引此书，在文中夹注作者名及页码) 。

综上可知，17 世纪至 19 世纪，华人在海上贸易中用“公司”一词指称向搭船出海贸易的客商收取
水脚银的船主，或船主( 及船上财副、副财副等技术人员) 所代表的货主团体。“公司”内部存在着出
资的“东翁”与出力的商船驾驶人员群体的划分。这不禁让人联想到中世纪意大利及地中海沿岸出
现的海上商业冒险组合 Commenda。当然，东翁和船主等人之间具体的权利义务安排，还需进一步搜
集史料证据。

二、1880 年代以前华人社会的其他“公司”

汉语“公司”一词并非仅出现在海上贸易中。张忠民认为，在前近代，中文里称作“公司”的组织
大致有四种: ( 1) 郑氏集团踞台时从事海上贸易的“公司”。( 2) 清代台湾地区榨糖业中的“公司廍”。
( 3) 1770 年代东南亚西加里曼丹( 旧名婆罗洲) 出现的华侨矿业公司。( 4) 19 世纪 50 年代天地会及
其分支中的“公司”组织。⑤以下就对后三种“公司”逐一加以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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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17 世纪至 18 世纪台湾熬制蔗糖的“公司廍”
连横《台湾通史·熬糖》称:“台湾熬糖之厂，谓之廍。一曰公司廍，合股而设者也; 二曰头家廍，

业主所设者也; 三曰牛犇廍，蔗农合设者也。每犇出牛三，为园九甲，一廍凡九犇，以六犇运蔗，三犇碾
蔗，照阄轮流，通力合作，其法甚善，无乡不设之。”①廍，指糖厂或蔗厂，闽南语音作“Po”。《裨海纪
游》亦载:“取蔗浆煎糖之处谓之糖廍。”( 张忠民，第 49 页) 又据《台海使槎录》:

十月内，筑廍屋，置蔗车，佣募人工，动廍硖蔗。上园每甲煎乌糖六、七十担，白糖六、七十
［石屚］( 沙土陶成) ;中园、下园只四、五十担……每廍用十二牛，日夜硖蔗;另四牛载蔗至廍，又
二牛载负蔗尾以饲牛。一牛配园四甲或三甲余，每园四甲，现插蔗两甲，留空二甲，递年更易栽
种。廍中人工:糖师二人、火工二人( 煮蔗汁者) 、车工二人( 将蔗入石车硖汁) ，牛婆二人( 鞭牛硖
蔗) ，剥蔗七人( 园中砍蔗去尾，去箨) ，采蔗尾一人( 采以饲牛) ，看牛一人( 看守各牛) ，工价每月
六七十金。②

可以看出，台湾熬制蔗糖的作坊( 廍) 有三种类型。其中，头家廍相当于个人投资经营，牛犇廍由蔗农
合伙设立共同经营劳作，公司廍则是由投资者“合股而设”的。如是，至迟在 18 世纪上半叶，汉语中
的“公司”一词就已经被用来指代陆上以合股雇工方式经营的组织了。联想到 1624 年到 1662 年期间
台湾曾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占据的史实，生产蔗糖的“公司廍”的出现也许与荷兰公司存在某种关联，
只是受资料所限，尚不能定论。
( 二) 18 世纪中后期到 19 世纪前期西婆罗洲的华人“公司”
徐继畲《瀛环志略》载:

由吕宋西南视之，有大岛居于午位，曰婆罗洲( 一作浡泥，又作蟠尼阿) ……近年粤之嘉应 州
人，入内山开矿，屯聚日多，遂成土著。初娶 女为妇( 巫来由女不嫁唐人) ，生齿渐繁，乃自相婚
配，近已逾数万人。择长老为公司理事，谓之客长，或一年或二年更易。丁口税银，由客长输荷
兰。洋船凳头金( 船税也) ，亦荷兰征收。番酋听荷兰给发，不敢私征。每岁广潮二府，有数船入
港贸易，获利甚厚。③

人口既“已逾数万”，华人到那里的时日自然不短。而其中提到的择长老充客长，为“公司理事”更是
引人注目。
据袁冰凌介绍，18 世纪时，婆罗洲( 加里曼丹) 尚未被荷印殖民者正式统治，仍分属于 20 多个马

来土邦。1740 年前后，喃吧哇( Mampawa) 苏丹首次邀请华人矿工从北部的浡泥( Brunei) 到其境内百
演武( Soengei Doeri) 采金。岛上其他苏丹竞相仿效，以收取高额的地租和税金。④ 起初，华人采金者
只是依山顺水淘洗，规模很小。通常 20 多名同乡或同姓合伙开采一个矿坑，成员互称伙计。1763 年
起，因矿苗枯竭，转到平原地区开采，需要更大规模的冲洗设备，于是逐渐演变为统筹经营的公司组

织。⑤ 1775 年前后，打劳鹿( Montrado，蒙特拉度) 、东万律( Mandor，曼多尔) 和喇喇( Larah，拉腊) 等地
已有 20 多个华人采矿组织( 田汝康，第 70 页) ，⑥互不统属、各行其是。特别是客家人与潮州人混居
的地方，纠纷时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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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连横:《台湾通史》卷二七“农业志”，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348 页。
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三“赤嵌笔谈”，见孔昭明编:《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二辑( 21) 》，第 56 页。
徐继畲:《瀛环志略》卷二“南洋各岛”，北京: 京华书局，1968 年，第 119、121 页。
参见袁冰凌:“罗芳伯与西婆罗洲的开拓”，http: / /www． xiguan． net /yuanbingling / index． asp，2008年 2月 12日访问。
参见田汝康:《中国帆船贸易与对外关系论集》，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60—62 页( 下引此书，在文中
夹注作者名及页码) 。
参见袁冰凌:“罗芳伯与西婆罗洲的开拓”。



田汝康提到，1771 年受三发( Sambas) 苏丹与喃吧哇苏丹金矿争夺战的影响，华人公司间的敌对
情绪也随之增长。打劳鹿的天地会和兰芳会结成联盟垄断粮食的种植和销售，并高价出售运入的食
糖。1774 年，14 个金矿公司联合起来击溃两会( 田汝康，第 69 页) 。另一种说法是，1774 年，兰芳会
因与天地会争夺垄断农业利益械斗失利，罗芳伯率众经坑尾山逃往喃吧哇，辗转到东万律。次年，金
矿公司又联合起来反对天地会。双方在王梨岽( Wong-li-toeng) 激战，天地会大败。①

1． 和顺公司
1776 年，经潮州人设立的大港公司倡议，获胜的 14 个金矿公司组成联盟“和顺公司”，选出行政
管理机构“和顺总厅”( 田文做“合顺总厅”) 。开采规模最大的大港一向居于领导地位，甚至与和顺
总厅混而不分( 田汝康，第 64 页) 。以“伯”或“太哥”为首的管理人员由各公司代表选出，后改按宗族
和家乡挑选。总厅对一切内外事务作最后决策，协调各组成公司间的关系，负责财务管理、物资供应
和公共财物的保护。管理人从总厅领取薪俸和生活必需品。各公司管理各自的金矿，死刑以外的案
件也由其自行裁决，只有涉及各公司间的重要事项才交请总厅( 中央堂) 处理( 田汝康，第 70 页) 。
田汝康提到，西婆罗洲的“( 华人矿业) 公司并不是单一纯粹的单位。蒙特拉度的 14 个公司中，

有所谓‘开厢公司’，即一个公司下可以包含许多公司，甚而可以有同等的公司附隶其下，同时一些隶
属的私人承租开采的矿坑也称为公司”( 田汝康，第 65 页) 。公司成员一般为五六百人，多的有 800
人。其中的“老客”是对公司公矿有投资、具有股东身份的矿工。“新客”是刚到矿山的新工人。若无
人接受，可在公矿工作，由公司供给食宿和工资，一年后即可分红( 有战功还可提前) 。18 世纪中叶以
后，新客偿还公司垫付的船资等费用后方能转为老客。负责招工者称“客头”，须向公司缴纳租税。
打劳鹿的私矿一度有 1200 多个。淘金收入中，租税占 1 /4，其余 2 /3 分配给客头和投资者，1 /3 给矿
工。此外，还有受雇于公司从事种植、开店、酿酒、养猪、冶铁，以及向公司缴纳税款独自从事上述职业
的人。一些年长或有声望的老客和客头负责出面处理公司一切公共和司法事务，诸如事关整个公司
生存的矿苗和冲洗水源问题，同邻近马来苏丹和原住民戴雅克头目的纷争等，并从公司支领薪俸( 田
汝康，第 66、67 页) 。公司的主要经营收入来自公矿的收益和出租矿坑的租金，另外还有在公司的辖
区内从事其他各种私人经营的商业、手工业向公司缴纳的营业税。此外，公司也从事粮食种植，较大
的种植区由公司派专人管理( 田汝康，第 68 页) 。1822 年以后，和顺公司、东万律的兰芳公司、Seminis
的三条沟公司成为西婆罗洲最大的三家华人公司组织( 田汝康，第 64 页) 。

2． 兰芳公司
1777 年，罗芳伯在东万律建立了以嘉应州人为主、包括大埔县客家人的联盟“兰芳公司”，担任总
厅大哥直至 1795 年去世( 田汝康，第 64 页) 。张忠民根据《兰芳公司历代年册》关于罗芳伯开创兰芳
公司时，“未有公班衙来理此州府”，“传至刘台二伯时始有公班衙来理州府”的记载，认为既然荷兰东
印度公司还被称为“公班衙”，就不能认为兰芳公司的“公司”是对西方公司的模仿或沿用( 张忠民，第
52 页) 。但前引乾隆三十四年( 1770) 的揽载契约已然构成反证。
兰芳公司治下约二万多客家人，以矿工居多，也有从事农耕、手艺、贸易的。所有人都向公司总厅

交纳税金，作为公共管理费用。公司负责维持公共秩序，惩办犯罪，处理治安案件。对犯有命案、叛逆
等重罪者，斩首示众; 打架争抢者，处以藤条鞭打、坐脚罟; 口角是非，责以红绸大烛。罗芳伯之下还有
一位总厅副头人协助管理公务; 东万律埠头、各地聚落也立副头人与尾哥、老大共同管理。副头人领
有俸禄，尾哥、老大则是荣誉职衔。罗芳伯在遗嘱中确定，公司总厅大哥只能由嘉应州人氏担任，总厅
副头人由大埔县人担任，公司管属范围内各地头人可从嘉应州各县人氏中择贤而任( 但都必须是直

接从中国来的) 。到第五任总厅大哥宋插伯时( 1811—1823 在任) ，荷属东印度政府开始加强对婆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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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袁冰凌:“罗芳伯与西婆罗洲的开拓”。



洲地区的控制。1819 年，荷印政府特使 Nahuys访问东万律，双方签署了在兰芳公司矿区使用荷兰国
旗的条约。1824 年，荷印政府授予第六任总厅大哥刘台二( 1823—1837 在任) “兰芳公司甲太”封号，
总厅及各地副头人同时受封为“甲必丹”( 田汝康，第 77 页) 。①1884 年，末任甲太刘阿生( 第 11 任，
1848—1876; 第 13 任，1880—1884) 过世后，荷兰军队进驻兰芳公司总厅，兰芳公司宣告终结。②

3． 天地会与义兴公司
败给 14 个矿业公司后，天地会并未在南洋销声匿迹。陈国栋提到，19 世纪下半叶，马来半岛霹

雳州的华人团体“义兴公司”与“海山公司”间的争斗( 所谓“拉律战争”) 使得南洋的华人公司倍受关
注( 陈国栋，第 112 页) 。许地山亦指出，19 世纪末，天地会在南洋的活动引起西方殖民者注意，其制
定法律予以取缔。天地会遂改“会”为“公司”，对外称为“义兴公司”。③

① 甲必丹，荷兰文 Kapitein，马来文 Kapitan，亦尊称为“甲必丹大”，原意为上尉。闽南话称“大”，客家话则称“太”。
② 参见袁冰凌:“罗芳伯与西婆罗洲的开拓”。
③ 参见许地山:《天地会研究》序，见施列格:《天地会研究》( 影印版) ，薛澄清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 年，序
第 2、6 页。1788 年台湾林爽文事件引起清政府对天地会的高度警惕和长期镇压。天地会或类型相同的三点会，
也随着移民在东南亚一带活动，各殖民地政府对此均采取高压政策。参见袁冰凌、苏尔梦校注:《印尼雅加达华人
公馆档案·公案簿( 1824—1827 年) 》，http: / /www． xiguan． net /yuanbingling / index． asp。

④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第 28—29 页。
⑤ 参见萧一山编著:《近代秘密会社史料》，长沙: 岳麓书社，1996 年，第 170、171 页; 赵晶:《中国“传统”公司形态研
究述略》，第 221 页。

⑥⑦⑧ 参见施列格:《天地会研究》( 影印版) ，第 81、94—96、189 页。此处所说乙巳年似为道光二十五年( 1845) 。
⑨ T． J． Bezemer，Beknopte Encuclopaedie Van Nederlandsch Oost － Indie，1921，p． 254( 转引自田汝康，第 61 页)。

咸丰三年( 1853) 八月，上海小刀会起义军攻占嘉兴县城后即多次以“义兴公司”的名义发布告
示，并留有“顺天洪英义兴公司”的印记。④之前的厦门小刀会起义中，起义军同样使用了盖有“大汉
天德义兴公司”和“汉大明义兴公司”印记的安民告示( 张忠民，第 52—53 页) 。萧一山编著的《近代
秘密会社史料》收录有“义兴公司”和“松信公司”的腰凭照片。⑤

施列格曾提到，山东天地会所用的会证“洪单”上印有“义兴公司”四字。书中还收录了在天地会
公堂公布主要管理人的告白帖、花红帖、开香帖式，其中亦出现了“义兴公司”字样。⑥比如，“义兴公
司花红帖”写道:“乙巳年九月二十日，合众兄弟公举，许襄兄为草鞋之职任理公司政事务要公行正直
不得私心妄为付帖存凭。义兴公司［‘义兴公司’印］花红帖”。⑦此外，书中收录的《洪门三十六誓》
第二十九誓称: 自入洪门之后，如果公司( 天地会) 发生大小事，各兄弟应依等级相互商泱。⑧

西方学者对西加里曼丹( 西婆罗洲) 的华侨组织曾有各种解释。其中，Bezemer 认为: “公司是华
语对商号，合股经营事业和会社的泛称。这个词语曾几百年来在马来海峡地区普遍使用，并在荷兰文
和其他方言中广泛流传。照字义解释，它指的是群众性的或是与公共事务有关的行政组织……在廖
内岛和爪哇，商号的管理人被称为公司，中国官吏也用它来作为头衔。由于中国人在积累资金手段上
的积极进取精神，为数众多的中国公司不单出现于荷兰所属的殖民地，同时也出现于马来半岛、印尼
外岛地区和菲律宾群岛。公司在扶持中国人商业和航业发展上的重要性，是不能低估的。公司的建
立完全是为了将同乡人或同宗族的人之间的联系或是相互关系，变得更加密闭、接近。”⑨从西婆罗洲
华人基于同宗( 亲缘) 、同乡( 地缘) 关系建立公司，筹集资金、发展生产、对外武力相抗、对内建立并维
护差序格局的做法来看，Bezemer的观点尚属中肯。但这种明显带有秘密会社色彩的“公司”的创建
是否受到荷属东印度公司的影响，其与后来华语世界中较为单纯的“公司”商业组织之间是否存在迁
延关系，都还有赖新证据的发掘与进一步研究。此外，Bezemer 关于华人“公司”既可以指代组织，又
能指称组织的管理人甚至官吏的观点，似亦需要更细致、明了的分析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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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18 世纪后半叶巴达维亚的华人公司
巴城华人公堂《公案簿》记载了涉足冢地管理及丧葬、赌博等业的“公司”。①

1． 住冢公司、义冢公司
1789 年 6 月 17 日公案“陈答观、陈段观叫蔡由观、蔡乐水、赵伯禄”载，“陈答供谓:‘故弟自甲辰
年( 乾隆四十九年，1784) 亡，葬在牛郎沙里，今已六年。近来闻住冢之公司人言，本年四月十七日，被
蔡由将故弟之棺掘起，移葬在水窟底。’”包乐史、吴凤斌据巴国公案簿 1812 年丹绒义冢买地《日清
录》第 61201 号，认定该公司为巴城管理冢地及葬事的组织。冢地总公司在丹绒，②并有“义冢公司”
方印一枚( 《公案簿》，第 163、405 页) 。

2． 赌公司
1789 年 7 月 15 日公案“叶旺观、杨望观叫王逊观”中，王逊承包赌税，邀请叶旺等入伙，“议作二
十一分竖股。( 叶) 旺有出钱壹百文，得一分。杨望有出钱贰百文，得三分。其加实分议作三股，旺得
一股，望得一股。今赌折本，他［王逊］开单作十分算，旺等不愿。”审案的甲必丹“谕着王逊唤才副带
公司数到大赌公司清算。”( 《公案簿》，第 188 页) 7 天后，王逊反诉称“前期蒙台着旺等与逊各携帐簿
带到林甲［雷珍兰林汉丹］赌公司会算，遵谕及期特到公司理会，终难会明。”( 《公案簿》，第 189—190
页) 该案中，众人采取合伙形式从事赌业。各合伙人股份划分情况记载于被称为“公司数簿”或“公司
数”的文件商，而“大赌公司”、“赌公司”则似为承担管理职权的机构。

1789 年 7 月 22 日公案“甘尼观叫陈跳观”中，被告称:“跳是新客，傍在桶岸家叔赌公司。其肉系
公司所取，［甘］尼每付来肉，跳不过代接，携入公司内，交总哺( 主管，也叫“总簿”———作者注) 之手，
何欲就跳取钱?”原告则反驳说: “实是［陈］跳议价赊肉。向他取钱，他请宽限。公司诸人，俱各知
见。”( 《公案簿》，第 190—191 页) 本案提示的信息颇多，“携入公司内”表明了公司居有空间处所;
“公司诸人”、“召公司人到堂”凸显出“公司”由数人组成的组织特性; 而“肉系公司所取”一句则表明
了公司从事民事活动并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格属性。
( 四) 19 世纪海外的华人“公司”
田汝康指出:“公司系粤闽农村中一种传统经济组合的通称。渔民和航海人员对所积累的公积

金称之为公司，农村中族姓人员轮流管理公产的制度，也叫做公司。”( 田汝康，第 60—62 页) 在 19 世
纪中后期的东南亚华人社会用“公司”指称宗族、同乡组织亦很普遍。以槟榔屿( 英文 Penang，马来文
Pulau Pinang) 为例，1835 年端午节前后，来自福建海澄县( 今厦门海沧区) 的邱氏族人筹资 528 元建
立宗祠龙山堂邱公司。1842 年，三都镇霞阳杨氏创建霞阳植德堂杨公司。1854 年，三都镇石塘谢氏
建立世德堂谢公司。1863 年和 1866 年，来自三都鳌冠村和锦里村的林氏建立勉述堂和九龙堂。
1881 年，邱、谢、杨三族联合建立了三魁堂公司。( 田汝康，第 60—62 页) 后来，邱、谢、杨、林四姓又组
织了三都联络局。③ 新加坡也有类似的“公司”组织。如 1854 年潮州人佘有进建立义安公司，1865
年潮州郭氏建立凤廓汾阳公司，1879 年潮州林氏建立潮州西河公司。④ 上述公司作为一种宗族或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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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1779—1791 年巴城唐人成婚注册表载有“文丁桥公司”、“赌公司街”、“把杀公司后”、“赌公司”、“赌公司对面
巷”、“赌公司对面街”等地名。参见包乐史、吴凤斌: 《18 世纪末吧达维亚唐人社会》，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第 373、394、400、401、407、408 页。
丹绒( Tanjung) ，意指岬角。这里指雅加达西南部的 Tanjung Grogol。
参见林德荣:《西洋航路移民———明清闽粤移民荷兰东印度与海峡殖民地的研究》，南昌: 江西高校出版社，2006
年，第 188、323、324 页。此外，1854 年福建人陈瑞吉、陈隆斯等建立颍川堂陈公司，1900 年福建人王汉鼎、王汉宗
等建立太原堂王公司( 第 187 页) 。
吴华:《新加坡华族会馆志》第 1—3 册，新加坡南洋学会 1975—1977 年刊本; Yen Ching － hwang，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1800 － 1911，pp． 327 － 331，转引自王日根:《乡土之链: 明清会馆与社会变
迁》，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100、104、105 页。



乡组织，为身在异乡的族人提供各种福利帮助，如举办婚礼或葬礼，给新到的族人提供资助，给返乡者

提供路费，向家乡的同乡组织汇款请其代为祭祖和供奉祖神或帮助孤老等。
1870 年春，自英国回到香港的王韬在所著《漫游随录》中记述了咸丰丁卯( 1867 ) 年冬由香港赴
新加坡的经历:“十一月二十日，附公司轮舶启行，巳正展轮。”①此时英国东印度公司已解散多年。
书中还提到:“按英俗，凡人创造一物不欲他人摹仿，即至保制公司，言明某物，纳金令保，年限由五六
年至二十年。他人如有摹仿者，例所弗许。违例，准其控官而罚款焉。”②所谓“保制公司”当是专利
局之类的机构。由此可知“公司”一词在当时尚非商业组织专称。光绪十四年，驻美、西、秘三国公使
张荫桓在日记中亦提到了新加坡的华人公司:“又查得前年［即光绪十二年，新架波］华人公司购地一
千五百希罗……并肯专设轮船至港。英督已知照轮船公司二处，允以越年举办……王、余会禀之词如
此，所谓华人购地公司或即沙峇公司否?”③日记中还谈到了华人在香港、美国、墨西哥等地( 按当地
法律) 的华人公司。④由此可见，1880 年代末海外华人中以“公司”指称商业组织已很普遍。

①② 王韬:《漫游随录》，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年，第 42、97 页。
③④ 《张荫桓日记》，任清、马忠文整理，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年，第 257、4、42、97、362 页。
⑤ D． D． Morrison，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Macao: the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1819，p． 489．
转引自俞江:《近代中国的法律与学术》，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26 页。

⑥ 王之春:《清朝柔远记》，赵春晨点校，北京: 中华书局，1989 年，第 182 页。
⑦ 《李鸿章全集》第七册( 朋僚函稿·卷十三) ，海口: 海南出版社，1997 年，第 2632 页。
⑧ 汪熙、陈绛编:《轮船招商局( 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八)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35 页。
⑨ 《左宗棠全集·奏稿七》，筹借商款以济要需折( 光绪四年八月十六日) ，长沙: 岳麓书社，1996 年，第 157 页。

三、19 世纪后期中国内地的“公司”

1819 年出版的《华英字典》之二《五车韵府》中收录的“汉英法政词汇对译表”将“公司”解释为
“Term by which Chinese designate European Companies”。⑤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亦多次引用和使用了
“公司”一词，尤其特指英属东印度公司。光绪五年( 1879 ) 完稿，光绪八年、九年成书的《国朝柔远
记》“癸巳 道光十三年”条也提到:“西洋市广东者十余国，皆散商，惟英吉利有公司。公司者，数十商
集资营运，赢则计本均分……不足则国王亦贷以资本，资其转运，故贸易一出于公司……又初设公司，
限三十年，及限满，而公司欲专其利，不肯散局，以助本国兵饷为词，请再展三十年。”⑥说的还都是西
方的商业公司。“19 世纪 50—60 年代以后，逐渐开始出现了仿效西方公司组织的新式企业。”( 张忠
民，第 244 页) 尤其是 1870 年代以后，“公司”一词越发频繁地出现在中国内地的文献中。
同治十二年( 1873) 闰六月初六日，李鸿章“复沈幼丹船政”函称: “或劝令并为一局，将来竟易名

中国轮船公司，则名正而势远。”⑦

光绪二年( 1877) 十一月二十二日，朱其昂、唐廷枢等在禀文中称:“商局以中国公司揽中国生意，
目前已居其半……得旗昌而成四百万之公司，官居其半……此后洋商断无三十号轮船之公司矣……
所难者外洋大公司……旗昌因亏本而甘心归并，该公司均系众商凑成。”⑧其中的“公司”或作为中外
企业通称，或借以指称外企旗昌洋行( Ｒussell ＆ Co． ) 。
光绪四年八月二十六日，左宗棠记述胡雪岩经手第五次西征借款情形时称，胡受命“赴沪创设乾

泰公司，招集华商，议以五千两为一股，听华商各自拼凑，合成巨款以待……维时，汇丰洋行商人见创
设乾泰公司已有成议，自请以洋款一百七十五万附入华款出借，合成三百五十万，不居洋款之名。胡
光墉比以来札设立公司系专指华款，如羼入洋款，未免歧互，与札意不符，婉词回覆……一面援照向
章，各备信银，交存公司。”⑨两天后，即将出使英、法的曾纪泽觐见两宫皇太后时亦提到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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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拟于十月廿八日从上海动身，赁法国公司轮船……臣赁法国公司轮船”云云。①

光绪五年十一月十九日，唐廷枢致信盛宣怀，提及同治年间参与洋人设立公司的往事: “弟自同
治四年承洋人相邀，创立公正长江轮船公司; 六年又代怡和创立东海轮船公司。”②

光绪九年三月初六日《申报》称: “今该矿( 徐州利国铁矿) 有八十八分余，多至一倍，其佳可知。
不禁为该公司贺”。③六月初十日《申报》刊登盛宣怀“禀请开采登州铅矿并拟章程由”附“试办山东滨
海各铅矿章程”第十条云:“中国自江苏创开公典，已开公司风气之先，及至轮船电报均归官督商办，
益见奉行之善。”④可知此时“公司”已用于指代中资企业了。
光绪十四年正月，总理衙门“议复漠河开矿事宜疏”称:“查招商集股，西洋名为‘公司’，原属众擎

易举。今年如轮船招商局及开平等处煤矿，皆赖商股以资周转”，⑤“原奏‘公举司帐，股友助理，节省
局用，预计盈亏’各条: 查以上四条皆系参酌公司办法，应责成该员随宜斟酌，禀明该管上司核实办
理。”⑥显然，总理衙门已经打通了组建“公司”问题上中西的藩篱了。
光绪十六年四月初二日，刚接任驻英大臣的薛福成在日记中提到，“查旧卷，前任刘大臣［瑞芬］

代张芗帅在英伦柏辣德公司( Platt Bros． ＆ Co． ) 订织布、整花、纺纱、提花各机器……又在喜克哈葛
里甫公司( Hicks Hargraves ＆ Co． ) 定购布机需用之汽机、锅炉等件。”⑦但是，在光绪十九年八月二十
六日致张之洞的电报中，薛却称二公司为“厂”: “连日与柏、喜两厂商议，该厂以成本搁置，虽厚息亦
觉为难。”⑧而从六月初二日日记所述“巡抚衔督办云南矿务唐炯奏称: ‘……据公司禀称，开办铜铅
各厂，除巧家、威宁两大厂外……凡产矿之区俱已开办……’今已提银十万两发交公司，勒限二年缴
还，俾得赶办京铜”⑨来看，厂又是官办公司的下属机构。

① 《曾纪泽日记》中册，刘志惠点校辑注，王沣华审阅，长沙: 岳麓书社，2008 年，第 774、778 页。
② 汪熙、陈绛编:《轮船招商局( 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八) 》，第 36、95 页。
③④⑤⑥⑦⑧⑨⑩ 孙毓堂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北京: 科学出版社，1957 年，第 1110、1121、731、733、

911—912、939、714、991—992 页。张芗帅，即张之洞。
瑏瑡 聂士成:《东游纪程》，北京: 中华书局，2007 年，第 11 页。
瑏瑢 陈旭麓 等主编:《中国近代史词典》附录一“中国近代史大事记”，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 年，第 787 页。
瑏瑣 转引自王致中:《中国铁路外债研究( 1887—1911)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年，第 18 页。
瑏瑤 李永胜:《清末中外修订商约交涉研究》，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177 页。
瑏瑥 转引自汪荣祖:《陈寅恪评传》，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 年，第 10 页。。
瑏瑦 参见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上册，北京: 中华书局，1962 年，第 840 ― 841 页。

光绪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李鸿章在致总理衙门“议制造火柴”函中提到“是以津商吴崇仁等创
设公司……查所立自来火公司原系独由华商经理，并无洋人股本在内; 局设在离紫竹林外六里余地名
贺家口，本系内地，与租界无干。原信所译招股告白，内有司达赛等五人; 末有伍荫柏者，即系该公司
总办吴崇仁，并由该公司另举在津英、俄公正商人司达赛等帮同稽查出入帐目，购办机器等事，不入股
分，不取薪俸。凡西商公司通例，皆有此等董事名目，无足为怪。”⑩“公司”与“局”的分别并不明显。
光绪十九年九月，聂士成受命率武备学堂学生考察东三省边境地区。其间，由宁远州“九十一里

至首山，山坡铁路公司标旗林立，识所经也”。瑏瑡三年后，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签订。瑏瑢

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二十日( 1895 年 12 月 6 日) 的上谕称:“由卢沟桥抵汉口干路一条，道里较长，
经费亦巨，各省富商如有能集股至千万两以上者，著准其设立公司，实力兴筑。事归商办，一切盈绌，
官不与闻。如有成效可观，必当加以奖励。”瑏瑣

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矿务铁路总局和总理衙门合奏《矿务铁路公共章程》第十二条规
定:“公司借用洋款，议订草合同，先送总局复核”。第十三条规定:“惟该公司所有帐目，应听与股洋
商查核，以示公平。”瑏瑤是年，陈宝箴也奏称: “臣自到任，迭与湘省绅士互商提倡振兴之法，电信渐次
安设，小轮亦已举行，而绅士中复有联合公司，以机器制造者。”瑏瑥开办公司在内陆省份已成气候。
光绪二十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商部奏酌拟奖励华商公司章程折》中明确使用了“公司”一词。瑏瑦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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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初五日，大清《公司律》颁行。公司作为商业组织基本形态的法律地位得以确立。
从以上史料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1870 年代开始，“公司”的表达和实践突然呈现“大爆发”

的态势。张忠民亦提到，“19 世纪 80 年代，还出现了‘公司’创办的热潮，产生了一大批有一定规模的
‘准公司’企业”。《申报》自 1882 年 6 月开始刊登公司股票的市场交易行情。到 1887 年 1 月止，先
后刊登出现的公司企业至少有 37 家( 其中也有一部分是外国公司) 。张氏根据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
与旧中国政府》一书附录进行的统计表明，“1840—1903年，历年所设注册资本在 1万元以上的本国民用
工矿、航运及新式金融企业总共为 492家，其中表列企业名称中带有‘公司’字样的共 83 家，绝大部分集
中在航运业中，总共为 52家”( 张忠民，第 244—245页)。促成这一巨变的原因，还有待深究。

四、结 语

“公司”一词至迟在 1680 年代末已在我国台湾及东南亚地区的华语世界中使用，并在漫长的演
变过程中展现出多重形态。在海上贸易中，其被用来指称船主或货主集团; 在荷据巴达维亚，另有涉
及冢地管理及葬事、赌业的“公司”，其成员均有股份划分; 在西加里曼丹岛，则有涉足矿业、农业，且
行使部分公共事务管理权( 如征税) 的，以同乡等地缘关系而组建的“公司”，其公权力色彩更为鲜明。
此外，还有冠以“公司”之名的秘密会社，如由天地会改称的“义兴公司”。至于用“公司”指称宗族或
同乡组织的传统，也一直在华人社会延续。
至迟自 1870 年代，在中国内外的华人社会中，“公司”开始成了中外商业组织的代名词，日渐频

繁地出现在李鸿章、左宗棠、唐廷枢、盛宣怀、朱其昂等新式人物的信函、电报、日记、奏稿，以及咨文、
章程、官报等官方文件中。该词甚至还出现在了曾纪泽同两宫皇太后的对话以及朝廷颁布的上谕中。
从指代的对象上看，1870 年初已有中国商人在上海尝试组建公司，但更多情况下“公司”还只是被用
来指称外国商业组织; 接下来的十年里，中资“公司”日益增多; 19 世纪的最后十年间，“公司”已经成
为了一种公认的商业组织形式，并最终获得了 1904 年《公司律》的确认。只是此间，在指称官督商办
等洋务企业时，“局”、“厂”、“公司”常常交替使用; 在谈及外商企业时，则“洋行”、“厂”、“公司”可以
互换，彼此区分不尽明显。但可以明确的是，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末，在东南亚华人社会以及中国南
方沿海地区，“公司”一词并非是用以指代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专有名词。探究汉语中“公司”的来源
时，似不能抛开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的影响。当然，1830 年代以后槟榔屿华人公司的存在也表明，英
国东印度公司对汉语中“公司”的影响是存在的，只是相较于荷兰方面在时间上要靠后。
至于上述功能、背景不尽相同的华人联合体“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迁沿关系，西方殖民者在

东南亚一带的殖民统治形式( 如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 对这些华人“公司”的出现是
否以及如何施加了影响，“公司”一词何以在 19 世纪后三、四十年间呈现爆炸式的发展，并得到国内
政、商、学界的普遍认可，此种现象是否与早期华人社会有关“公司”的表达与实践存在关联? 凡此种
种问题仍有待进一步的考查和分析。①

( 责任编辑: 匡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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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人认为，前近代在中国社会中出现和存在过的“公司”没有进一步发展演变成为近代意义上的公司组织，也没
有对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的演进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 张忠民，第 57 页) 。但在笔者看来，关键在于如何划定
“前近代”与“近代”。若该问题不能解决，则断言两类公司之间缺乏联系，恐难服人。




